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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与司法的结合给司法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变化。在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号召下，各地法院进

行了司法智能化的实践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它们在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以及统一司法尺度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它们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我们只有通过构建统一全面的司法

数据库和算法监管体制、合理定位司法智能化的应用界限以及培养复合型人才，才能走出司法智能化遇

到的困境，实现司法与人工智能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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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justice has brought brand-new changes to the judi-
cial field. Under the call of 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trategy, local courts 
have implemented judicial intelligence and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They hav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improving judicial efficiency, promoting judicial justice, and unifying judicial standard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ed in practice. Only by 
constructing a unified and comprehensive judicial database and algorithm supervision system, 
reasonably positioning the application boundaries of judicial intelligence, and cultivating com-
pound talents, can we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judicial intelligence and realize the perfect com-
bination of judicia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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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日渐渗透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开始的人工智能只是应用于一些体力性的活动，而到现

在，它的应用领域在不断地扩大，一些原本被认为只能由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不断地被智能化的人工产

物所涵盖，在司法领域亦是如此。我国司法领域积极响应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积极地将人工智能与司

法相结合。孟建柱同志指出，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让我们不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且站在人类的

智慧之巅，若把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司法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将会给司法工作注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1]。
一方面，我们需要清楚地看到，司法智能化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省了司法资源；但另一方面，司法智能

化带来的问题也困扰着司法工作人员。本文旨在论述我国司法智能化的理论和实践，分为四章。第一章

对司法智能化的理论进行概述，分述其内涵、特点以及司法智能化的三个支撑；第二章整理了我国司法

智能化的实践，包括浙江、江苏、上海等地近几年的成果；第三章分析了以上成果在实践中的成效和遇

到的问题；第四章则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助推司法领域的改革。 

2. 司法智能化的理论概述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司法领域也开始出现人工智能的身影。人工智能与司法的结合在不

断地加强，促成并促进了司法智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司法领域一次有益的实践探索。 

2.1. 司法智能化的界定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出现对司法智能化的明确定义，从文义上看，司法智能化就是“司法 + 
人工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司法领域中来。欲明确司法智能化的内涵，首先需要明确人工智

能的含义。 
当下，普遍认为“人工智能(AI)”一词诞生于 1956 年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根据人工智能领域的

开拓者之一，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尼尔逊教授的定义，所谓人工智能是指能够在复杂环境下

进行感知、推理、学习、沟通等智能化行为的工具或技术，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令机器做

人类所能做之事、甚至比人类做得更好，二是令机器理解由人类或机器甚至其他动物做出的智能化行

为[2]。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温斯顿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是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

能做的智能工作。”这些说法指明了，人工智能是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构造具有一定智能的人

工系统，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去完成以往需要人的智力才能胜任的工作[3]。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谓突飞猛

进，它与教育、健康、金融、制造、服务等领域的融合日益加强，法学领域也不例外。正如王利明教

授所言：“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其不仅将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对人类的法律制度产生

深刻的影响。”[4]结合以上对人工智能含义的理解，可以明确司法智能化就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将

数据收集、储存、运用等环节运用到司法领域中。就我国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涵盖了司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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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包括起诉、受理、送达、庭审及执行等方面，且司法与人工智能结合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

地增加。分析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里的应用，应当看到它的独特之处，包括司法信息的电子化以及防

范裁判风险的智能化。 
司法信息的电子化是指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收集、分析、整合法条和案件的相关资料，帮助当事人熟

悉诉讼流程，也可以帮助司法工作人员在搜索法律法规、审查相关证据等方面获得效率上的提高和审判

上的精准。防范裁判风险的智能化包括三方面：其一，司法智能化可以防范出现“类案同判”[5]的情形，

因为司法工作人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分析能力将类案做明显区分；其二，司法智能化能够防

范出现数据漏洞的情形，因为司法工作人员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严控在司法的各个环节中可能出现的

数据疏漏；其三，司法智能化可以防范出现司法不公的情形，因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整个司法过

程进行全面的监控，降低裁判风险。 

2.2. 司法智能化的支撑 

司法智能化是新时代司法领域改革的创新和进步，是时代发展之必要。它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技术、

政策和经验的支撑。 
首先是技术支撑。在人工智能技术没出现之前，传统上的司法需要由司法工作人员自力完成。虽然

目前我国的司法智能化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已然给司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传统的司法需要当事人和司法工作人员自己完成立案受理、证据审查、文书制作等工作，而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如“宁波移动微法院”等平台的诞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实现立案、送达、

证据交换、调解、开庭、执行等功能，推动了司法工具的重塑[6]。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下，司法智能化显

示了其独有的魅力，无接触式诉讼服务被广泛应用，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参加诉讼，实现“审判执行不

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1。第二，“案多人少”现象的出现给司法工作带来了压力，虽然 2020 年在疫

情的影响下全国法院新收案件数量与上年相比略有下降，但每年的案件数量都非常多，根据《最高法发

布 2019 年上半年审判执行数据》显示：各省(市、区)法院共有 12.6 万名员额法官，新收案件总数 1488.9
万件，人均新收案件 118.4 件。其中，北京法院法官人均收案超过 210 件，重庆法院超过 180 件，广东

法院超过 170 件，浙江法院超过 160 件，上海、江苏 2 省(市)法院超过 150 件 2。很明显可以看出，很多

法官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这种状态的持续将会影响审判质量[7]。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助推下，“类

案搜索”、“法律法规搜索”、“智慧执行”等功能的出现可以缓解“案多人少”的难题。第三，传统

的司法手段有限，其公正性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而自司法智能化以来，司法公开突破了时空局限，如

最高人民法院的公众号，该公众号里设立了一栏“司法公开”，内含四个项目，分别是中国庭审公开网、

裁判文书网、流程信息公开网以及执行信息公开网，助推实现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庭审、裁判文书、执

行信息的全面常态化公开，让司法接近每一个人民群众。 
其次是政策支撑。任何事物的实施与推广都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司法智能化同样如此。我国的政治

环境和国家战略给司法智能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开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就进入

了爆发期。2016 年国家发布了《国家信息化战略发展纲要》和《“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这两个

文件将建设“智慧法院”列为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

 

 

1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载澎湃网，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715796。 
2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最高法发布 2019 年上半年审判执行工作数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 2019 年 7 月 31
日，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74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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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意见》，提出了智慧法院建设的整体要求和战略部署，之后又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这是政府第一次发布针对“人工智能”的国字号文件，也标志着我国已经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司法智能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目前已经实现了司法文书、电子卷宗的自动生成，

证据校验、审查判断自动提醒、类案智能检索等便利的功能。 
最后是经验支撑。国外司法智能化的理论和实践较我国更为成熟，因而在我国司法智能化的发展过

程中，可以借鉴那些有益的实践以推进我国的司法智能化进程。 
国外学者吕西安(Lucien)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提出了可以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法律法规和案例的检索，

这对人工智能应用于审判实践具有重大意义[8]。1970 年，Buchanan 与 Headrick 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

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拉开了对法律推理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序幕。1987 年举行了人工智

能与法国际大会，意在推动人工智能与法的结合。此后，西方国家进行了司法智能化的深入研究，并将

理论成果运用到实践中来，不断推动着司法领域的进步。西方国家在追求人工智能与法律的结合上从未

懈怠，具体而言，他们司法智能化的实践包括以下四种：第一，开发智能化法律、案例检索系统；第二，

进行智能化信息分析处理；第三，进行判决结果预测；第四，构建智能化司法裁量模型。这给我国的司

法智能化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司法智能化的实践样态 

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下，司法智能化的实践呈现出了百放齐放的格局，全国各地各级

法院都研发了各具特色的智能化系统。 

3.1. 浙江的司法智能化实践 

以“世界眼光”的站位和“整体智治”的理念，持续推进司法与科技深度融合，是浙江司法智能化

改革的指导方针[9]。在“智慧法院”建设的顶层设计下，浙江省各级法院也开展了不同的司法智能化实

践。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8 年 1 月 2 日全面上线了微信小程序“宁波移动微法院”。首先，这是一

个法官办案的移动辅助平台，通过宁波移动微法院，法官可在移动终端随时、随地进行办案，突破了时

空的限制；其次，这是一个便民利民惠民的移动诉讼服务平台，当事人可在线立案、在线提交证据、在

线开庭、在线查询案件进展、在线接受调解、在线接收诉讼文书，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此外，这是一个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移动平台，通过邀请调解员、律师和协助单位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

在线处理矛盾纠纷；最后，这也是一个全程公开留痕的互动平台，法官与当事人可通过微法院随时随地

互动交流，而这些交流都被保存在后台均中，实现办案过程全程留痕，倒逼司法规范提升 3。宁波移动微

法院的上线使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指尖诉讼”的便利。 
2019 年，上城法院深度参与浙江高院智审项目研发，同年率先落地“凤凰金融智审”，推出 AI 法

官助理小智 4。凤凰金融智审依托智能化系统，实现了金融借款案件在立案阶段的自动审查，在庭前准备

阶段的自动排期、自动送达，在庭审阶段同步语音识别、归纳争议焦点、分析认定证据，以及在裁判过

程中预测裁判结果、计算欠款数额、实时生成裁判文书等功能，大大方便了审判工作。据统计，2020 年，

上城法院运用小智辅助办案 600 余件，当庭宣判率达 100%，工作效率比传统审判模式提升了 50%左右。

在“凤凰金融智审”1.0 版推出后，上城法院不断优化小智的功能，并积极与宁波、嘉兴、台州等第二批

金融智审试点法院交流模式经验。目前，上城法院正在为“凤凰金融智审”3.0 版的开展做努力。 

 

 

3宁波中院：《浙江宁波中院：“移动微法院”震撼上线！人脸识别，手机立案，远程调解，便捷颠覆想象！》，载微信公众号“智

慧法院进行时”，2018 年 1 月 5 日。 
4上城法院：《浙江杭州上城法院：从无纸化奔向智能化》，载微信公众号“智慧法院进行时”，2021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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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江苏的司法智能化实践 

为深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高质效解决纠纷，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立足审判实际，打造出家事案件智能化要素式审判系统和家事纠纷暴力危机预警系统。要素智审系统包

括五个环节，分别是：要素式起诉、答辩；提供法律指引；信息自动提取及处理；智能阅卷；文书智能

生成。它一体集成了“导航 + 分流 + 助理”功能。暴力危险预警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防止家事案件

诉讼活动中出现的恶性、暴力事件，实现了“审判 + 预防”双驱动模式。据统计，自 2020 年 6 月系统

上线以来，秦淮法院开展家事案件在线诉讼活动 682 次，占全部家事案件的 76.2%；平均审理天数 56.2
天，比去年同期降低 19.6 天；家事纠纷涉诉信访数量同比下降近 30%；调解撤诉率达 67%，比去年同期

提高 8.5%5。从数据中明显可以看到，这两个系统具有极强的便利性，有效提高了以电子诉讼带动家事案

件审判的效率和质量。 
南通法院以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解决影响司法公正效率的深层次问题为主线，

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审判执行深度融合。“支云庭审系统”的研发和应用是南通法院的重要工作成果。

它兼顾“便利与功能”双赢的科技研发，打造全新互联网庭审平台；聚焦“规范与效率”并重的规则引

领，提升在线诉讼实际成效；实现“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拓展应用，丰富实践应用场景领域 6。南通法院

的“支云庭审系统”为其工作开展插上了智能驱动的翅膀。 
3.3. 上海的司法智能化实践 
2017 年 2 月 6 日，中政委明确要求由上海高院研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软件”，

即现在所说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206 系统”)。该系统通过证据标准指引、单一证据审查、

逮捕条件审查、社会危险性评估、证据链和全案证据审查判断等多项具体功能，第一次将法定的统一证

据标准嵌入到公检法三机关的数据化刑事办案系统中[10]。“206 系统”化解了刑事诉讼中适用证据标准

不统一、办案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对于防范冤假错案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提高司法质量、司法效率

和司法公信力。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在上海高院信息处的指导下，紧密结合审判需求，积极打造了“全流程网上办案

智能辅助平台”。该平台整合了现有 8 个网上办案及辅助类应用，并根据诉讼流程各个节点进行分类，

简化入口，实现了快捷登录。同时，它扩展了“一键打印”“诉前调解管理”“专业会议笔录网上电子

阅签”“四个一百网上申报”“行政、环资案件专项统计”等多个智能辅助应用，努力实现对审判辅助

工作的全流程覆盖、全业务串联 7。全流程网上办案智能辅助平台的设立为推进全流程网上办案工作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司法智能化建设遍布全国各地，贵州高院全面升级电子卷宗系统，扎实推进刑事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上线金融纠纷案件网上一体化解决平台 8。成都中院正式推出“蓉易诉”e 平台，使得在线诉讼贯穿纠纷

化解全过程 9。另外还有山东高院的远程审讯系统、安徽滁州中院的裁判文书智能化云体检系统、深圳中

院的区块链证据核验平台……上述司法智能化的实践，都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是人工智能运用强大的

检索和记忆能力为法官提供海量司法数据(法律、法规、历史判例)，解放法官在检索上的脑力劳动，同时

用人工智能的客观中立性在法律论证、推理、判断上提供技术性辅助[11]。人工智能技术在诉讼服务、司

 

 

5 高远：《江苏南京秦淮法院：审判预警双系统 打造家事案件电子诉讼新模式》，载微信公众号“智慧法院进行时”，2021 年 4
月 29 日。 
6南通中院：《南通法院支云庭审系统成功入选 2021 年度法治蓝皮书》，载微信公众号“智慧法院进行时”，2021 年 4 月 16 日。 
7施佳黎、孙文霞：《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深化试点效果，推进全流程网上办案》，载微信公众号“智慧法院进行时”，2021 年 2
月 24 日。 
8贵州高院：《来，带你一览 2020 年贵州智慧法院建设亮点！》，载微信公众号“智慧法院进行时”，2021 年 2 月 22 日。 
9 徐红、宋淑君：《适应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要求，四川成都中院正式推出“蓉易诉”e 平台》，载微信公众号“智慧法院

进行时”，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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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审判、司法公开等环节得到了全面应用。 

4. 司法智能化的成效与困境 

司法智能化将人工智能与司法深度融合，给司法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司法领域的革新与进

步。但是，新事物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也会遇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4.1. 司法智能化的成效 

我国司法智能化的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上述实践也表明，司法智能化对提高司法效率、

促进司法公正、统一司法尺度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论述如下。 
第一，司法智能化提高了司法效率。在传统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去检索、筛选和分析相关案件材料、法律法规等资料，加上我国“案多人少”的情况，司法工作人

员需要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且负担着巨大的办案压力。“凤凰金融智审”、“家事案件智能化要素式审

判系统”等司法智能化成果，不但缩短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同类案件的检索时间，

还将司法工作人员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脱离出来，使法官将精力集中在开庭审理、撰写裁判文书等核

心工作中[12]。 
第二，司法智能化促进了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司法公开，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我国目前实现了审判流程的公开、庭审的公开、裁判文书的公开以及执行信息的公开。这些信息的公开

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使司法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

其次是人工智能技术对防范冤假错案的作用。“206 系统”、“区块链证据核验平台”等司法智能化实

践，规范并引导着证据的审查与适用，避免主观疏忽和遗漏，从源头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实现个案的

司法公正，进而推动整个司法领域的公平正义。 
第三，司法智能化统一了司法尺度。由于司法工作人员素养不一，加上外界因素的干扰，容易对法

律的理解与适用出现偏差，进而导致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出现不统一的情形。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

以实现“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13]。通过海量数据的存储，以及对同类案件所进行的打标

签，再结合一定的算法规则，司法审判大数据系统会自动向裁判者推送与眼前待决案件相关或相类似的

案件[14]。此外，类似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10，能够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实现同案同判，助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基本原则的实现。 

4.2. 司法智能化的困境 

司法智能化在实践的过程中不免会陷入困境，具体表现为：算法具有局限性、司法智能化应用的界

限不明确以及司法智能化或会妨害实体正义。 
第一，算法具有局限性。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决定着智能化系统的行为，对于多数人(包括司法

人员和当事人)来说，算法的隐秘性决定了它是一个“黑箱”般的存在，人们只看到了它做出的行为结果，

却无法也无能力得知它的运作过程，特别是对于当事人而言这无形中违背了司法的公开性、透明性，甚

至损害了司法公正[13]。而且作为算法基础的数据资源并不全面，裁判文书上网率远没有到实际数量，这

就难以保证算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进而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二，司法智能化应用的界限不明确。学界对司法智能化应用界限的意见不一。左卫民在《如何通过人

工智能实现类案类判》一文中提出司法智能化可以为法官推送相似案件，使得判决结果趋于公正[5]。罗维

鹏在《人工智能裁判的问题归纳与前瞻》中提出，即使未来司法智能化可以实现司法裁判，但其缺乏道德标

 

 

10殷泓：《与大数据拥抱的司法改革》，载微信公众号“智慧法院进行时”，201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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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民事审判中的司法裁量权仍应当由法官行使[15]。李飞在《人工智能与司法的裁判与解释》一文中提

出对于司法智能化做出的裁判，一方面要信任其最终得到的裁判结果，另一方面应通过立法解释裁判结果的

合理性[16]。葛翔在论文中提到司法智能化的价值超越司法辅助范围，但应当将其进行限定[17]。张保生在

论文《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一文中提出可以将司法人工智能应用于法律审判[18]。综上，学界

关于司法智能化应用界限的观点有三种：辅助说、有限说以及裁判说。但最终为何，尚未有定论。 
第三，司法智能化或会妨害实体正义。虽然“206 系统”和“区块链证据核验平台”极大地促进了

统一证据标准的执行，规范了办案程序，但如果证据运用的指引标准设定不当就会使司法智能化实践陷

入法定证据制度的误区[19]。法定证据制度要求每一种证据的证明价值都是由法律明文确定的，而不是根

据证据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法官没有评判的自由，也不能根据其内心确信和良知意识做出认定。刑事案

件只要存在那种符合法定证明力要求的证据，法官即应做出有罪判决[20]。这种形而上的证据制度因围绕

统一规范而忽视了证据判断要求的经验、逻辑等理性要素，有碍司法实体正义的实现。 

5. 司法智能化困境的应对之策 

司法智能化的应用在实践中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实践。我们应通过构建

统一、全面的司法数据库和算法监管体制、合理定位司法智能化的应用界限以及培养复合型人才，补齐

司法智能化建设中的短板，走出司法智能化遇到的困境，实现司法与人工智能的完美结合。 

5.1. 构建统一、全面的司法数据库 

2016 年，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孟建柱同志就强调，将探索建立跨部门的网上执法办案平台，形成

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执法司法信息化综合系统。实现立案、流转、办理、审核、法律适用、生成

文书和监督、考评一体化的全流程、信息化管理[21]。统一、全面的司法数据库建设能够促进司法智能化

建设，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司法数据库的整合提供了基础，所以更要借助信息技术

的优势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司法数据库的建设。 
首先需要制定法规以打破司法机关内部的信息壁垒，实现司法数据共享。其次需要一个统筹规划的

部门来具体实施这个任务以确保统一全面司法数据库的构建。最后，需要建立与科研机构司法数据库的

共享机制，共享在一方面可以对司法数据库进行补全，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司法机关的参考。需要注

意的是，在构建统一全面的司法数据库时，要做好数据的安全防控工作，通过计算机技术和设立相关监

管部门等手段以保证数据被有效开发和互联，并防止信息的泄露和不良利用。 

5.2. 建立算法监管体制 

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它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影响着司法的效能。事实上，考虑到算法关乎科技公

司的商业秘密以及算法的强技术性，全面公开算法并不可能实现，但“算法黑箱”的问题同样需要化解，

因此需要建立算法监管体制以促进司法的公平正义。 
有关这个体制的建立，我们可以借鉴欧美的立法经验 11。首先，要制定以算法为规制对象的法律法

规，约束和规范算法设计及决策等行为；其次，要制定对算法的审查规则，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建全过

程的监管机制；最后要增强算法的可解释性，用公众可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对算法逻辑进行解释，还要加

强人工智能专家与司法工作人员的学习和交流。建立完备的算法监管体制来保障算法的公平性和准确性，

保证司法智能化中的公平正义。 

 

 

11美国人工智能科技领军企业提出人工智能发展原则，成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对算法进行自我审查。参见曹建峰在“全球人工

智能技术大会·2017”的分论坛”AI 变革时代的智能系统测评分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来，载腾讯研究院网， 
https://www.sohu.com/a/143165651_455313，2021 年 5 月 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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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合理定位司法智能化的应用界限 

对司法智能化应用界限的定位会直接影响司法功能的实现。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工智能在司

法工作中可能只是一种辅助性、参考性的工具，为司法人员提供行动指引和参考[22]。目前来看，人工智

能技术并不能完全替代法官完成司法审判工作。首先，人工智能无法实现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

做出判断，因为人工智能只能对海量证据进行初步筛查、提取和判断，却无法做到证据的深加工和有机

组合，更不用说法官依据审判经验对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和大小的判断和取舍；更何况，一些案件处于罪

与非罪的边缘，能否定罪并不是证据本身的问题，而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其次，人工智能难以实现审判

经验的复制，技术对审判经验的吸收和设计者对经验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总结仅是审判所需经验的很小

一部分，且案情的复杂疑难、思维逻辑的变换、判断方法的不同等均非人工智能所能达及，它是法官智

性、心性和灵性的有机统一。再者，人工智能无法替代法官的自由裁量，因为推定是法官创智性的活动，

必须对所涉及各种相关因素进行反复斟酌和权衡，人工智能无法进行如此复杂的思辨活动。最后，人工

智能无法实现实质正义，因为实质正义本身隐含了对案件独特性、差异性和鲜活性的考量和追求，或许

人工智能比法官更聪明，但始终不能复制法官智慧的真谛[23]。 
因此，要理性对待人工智能技术，合理定位司法智能化的应用界限。这里要做出三方面限定：第一，

主要将司法智能化运用于处理非裁判性事物，提高司法效率；第二，将司法智能化应用于简单案件的预

测和辅助裁判，对于疑难案件需要法官借助审判经验进行分析；第三，禁止将司法智能化直接适用于司

法裁判活动，司法裁判的核心工作只能由司法工作人员来完成。 

5.4. 加快培养复合型人才 

在司法智能化的实践中，拥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才非常可贵，但优秀法律人才也十分重要，故而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才是保证司法智能化建设顺利进行和开展的重要基础。 
根据上文对司法智能化所作的界定，对司法智能化的研究远远超出了单一学科学者的认知范围，所

以要扩大和深化跨学科结合的人才培养。首先，国务院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提出了“人

工智能 + 法律”的横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教育部为落实该规划制定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

行动计划》，并提出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既是司法工

作者的得力助手，也是竞争对手，司法机关应当为司法工作者提供学习人工智能专业知识的机会，进行

有针对性的业务训练，从而帮助其充分掌握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最后，要深化人工智能专家和法学专

家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司法的需求相契合。 

6. 结语 

人工智能进入司法领域是大势所趋，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各级法院都开始了司法智能化的实践。目

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全面应用在了诉讼服务、司法审判、司法公开等环节，如“宁波移动微法院”、“凤

凰智审系统”、“206 系统”等。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智能化在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以及统一司

法尺度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它在适用过程中也有不足之处。我们只有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通过

构建统一全面的司法数据库和算法监管体制、合理定位司法智能化的应用界限以及培养复合型人才来补齐

司法智能化建设中的短板，才能走出司法智能化遇到的困境，进一步发挥司法智能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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